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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跨文化叙事研究
———基于杜甫在英文世界传播的考察

王　 鑫　 黄皓宇

摘要:杜甫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文化符号,其形象不仅在不同的历

史阶段经历能指的重构与再诠释,更在跨文化、跨媒介的再现与译介过程中受到国际社会

的关注。 20 世纪以来,杜甫及其诗歌经由海内外汉学家的译介进入西方的视野,其文化形

象也在更为深入的文化互动与政治经济秩序中不断演进。 杜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

跨文化译介与传播,展示了在历史语境与国际秩序的演变下,结构与主体在接合异质文化

的表征实践中构成的复杂互动。 迈克尔·伍德执导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将杜

甫这一文化符号以影像化的方式呈现给全球受众,在影像表征与文本叙事上为杜甫及中华

文化带来了新的面向。 以“表征”理论对杜甫的译介史进行考察,结合对迈克尔·伍德与英

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 CMC)主任戴雨果教授的访谈,尝试从多元主体与异质语

境的对话中勾勒出世界重构杜甫这一文化符号所采用的机制与策略,揭示文本背后的结

构-主体的张力与意识形态因素,并力图在跨文化传播中提供解决问题的中国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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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甫的旅行” :跨文化传播中符号互动与意义的共享交集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总结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时,梳理出文化( culture)概念的三重

意涵:文化不仅是“属于个人自我完善和普遍追求的价值状态” ,还是“文献”式的实体构成,更是“人

类生活与生产过程中的整体生活方式” 。[1] 在威廉斯看来,相应的文化实践不仅需要立足于文献进行

文本细读,更应深入与文本相伴生的社会语境与社会结构进行共同体意义上的考察。 不同于英国文

化研究立足于文化传统论述共同体间“感觉结构” ( Structures
 

of
 

feeling)的演变,美国的芝加哥学派在

“进步运动” ( Progressive
 

Movement)的感召下,以符号互动论阐述共同体的建构何以可能,强调文化

依托于符号化的展演进行意义的建构与传播。 在“符号互动”的视角下,传播是“由参与者间不同程

度地共享意义( meaning)和价值而导致的符号行为( symbolic
 

behavior) ” [2] 。 将视点由文化共同体内

的沟通拓展至跨文化传播,文化符号的旅行与转译则更为复杂。 法国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以符号

为路径理解传播活动,强调“符号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政治的界定开始于语言” [3] ,并由此介入对

现有国际传播格局的批判。 由于文明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文化符号的译介过程

意味着符号意义的跨语境重构。 正如齐泽克将欲望的视点称为被歪曲的“畸像” ( anamorphosis) ,文
化符号也在意识形态浸润的转译过程中发生了意义的流转。 但译介后的文化符号并不是一座剥离

原有文化语境的孤岛,而是成为不同诠释社群进行“同情理解” ( empathetic
 

understanding) 的文本场



域。 因此,探讨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意义建构的同与异,也为建构超越民族的理解共通提供了

一条幽微的文化路径。 赛义德提倡的“对位阅读” ( contrapuntal
 

reading)即是统合多元文化之同,涵
摄他者文化之异的具体实践,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交汇点上探察不同文明对同一文化符号的意义建

构,立足于文明间共享的意义交集,不断拓展对阐释殊异之处的理解。
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应该提倡一种基于现象学的研究路径。 通过多元主体与异质文明间的

对话,揭示意指实践背后的多重视角与权力建构。 所以,笔者在引入文化研究视角对文化符号的文

本转译进行分析之外,还结合自己在英国访学期间对《中华的故事》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以

下简称《杜甫》 )的导演迈克尔·伍德教授①以及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 CMC)主任戴雨果教

授②进行的开放式访谈,力图通过多元视角的聚焦与不同主体的解读,相对客观地辨析以英国广播公

司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如何在内容生产中编制出表征中华文化的意义之网。 “杜甫”这一诞生于中华

文明悠久历史与文学传统中的文化符号,在 20 世纪以来被诸多汉学家与国际媒体译介与再现,成为

观照中西方互动的独特指涉,存在于符号背后的意义流动也促成异质文明间的“视野交融” ( fusion
 

of
 

horizons) 。
文化研究学派的“表征” ( representation)理论,为本文探察西方世界如何建构杜甫及其背后的中

国文化提供了具体路径。 霍尔认为表征意味着“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
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

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 [4] 。 霍尔通过双重表征系统揭示了交往过程中意义的生产机制———在外

界事物内在化的过程中,意义借由人们头脑中能够表示外在世界的概念系统进行流通与共享;在内

在概念外物化的过程中,“语言”成为具备沟通功能的第二表征系统。 无论是基于概念的第一表征系

统,还是基于“语言”的第二表征系统,霍尔在论述中暗示意义必须在一个共有的场域中完成传递,通
过语言来生产意义构建社会共识,运用相同信码生产“共享的意义” 。 “语言如何组建意义? 它如何

维持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使他们能够建立起共享理解从而以大致相同的方法理解世界的一种文化?
语言能做这事,因为它是作为一个表征系统来运作的。” [5] 本研究试图探讨中国传统符号的跨文化传

播,在不同的语言以及不同的环境中,如何能够生产共享的“意义” 。 霍尔的理论提示了两个需要考

量的重要面向:首先,交流何以可能的前提。 如果不能通过语言实现思想、情感、观念上的共享,交流

则是难以实现的。 这也提示跨文化传播中的符号转译和重构如何在思想、情感或者观念上与其他文

化中的人形成“共享意义的交集” ? 第二,霍尔一直提示语言能够生产意义,但他并没有将语言单一

的局限为有声的语言或者文字,而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在语言中我们使用各种记号与符号(不论

它们是声音、书写文字、电子技术生产的形象、音符,甚至各种物品)来代表或向别人表征我们的概

念、观念和情感。 语言是一种文化中表达思想、观念和情感的‘媒介’之一” [5] 。 在跨文化的语境中,
表征的运作需要建构异质文明间共享的意义域,并借此进行他者形象的阐释与价值观念的生产。 意

义域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对文化符号的选择与解释上,基于意识形态进行文化内容生产的大众媒体通

过诸如归化、类比的译介策略,将他者文明中具备多元意义的文化符号“化归” “转化”为符合自身认

知倾向的文化文本,成为文化表征实践的客体,在符号领域完成了文化意义与价值观念的再生产,
“任何媒介文本对于他者形象的呈现都不是简单的反映( reflective)或意图( intentional)的直接作用,
而是一种建构( constructionist)的机制” [6]

 

。
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纪录片《杜甫》不仅提供了一个西方媒体建构机制运作的视角,在沟通上还

形成了一种接合异质文化的召唤结构( calling
 

structure) 。 纪录片的“纪实性”与“非虚构”特质,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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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曾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在伦敦与迈克尔·伍德就英国广播公司中国题材纪录片如何呈现中国、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以及国
家形象建构等问题进行访谈。

笔者曾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 CMC)与戴雨果教授就英国广播公司的意识形态话语与报
道框架、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等问题进行访谈。



相比于剧情片与新闻节目,在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中具备更为广泛的接受度与更为强大的传播

力。 英国广播公司作为全球著名的新闻广播机构与纪录片制作机构,其价值观背后依然带有文化、
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威斯敏斯特大学 CMC 中心主任戴雨果教授在接受笔者访谈时也认为,
英国广播公司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态度,虽然英国广播公司宣扬它自身不带有任何立场和偏见,但实

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固执己见的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尽可能地传播它的意识形态。 笔者试图在“批判-
建构”的分析路径中,通过对杜甫及其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史进行考察,并借由纪录片《杜甫》厘

清译介过程中的误读,扩大文明间理解与互动的意义空间,为中华文化如何进行跨文化传播提供探

索的路径。

二、“为何是杜甫” :诗人原型与跨文化转译实践

杜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具人文情怀与现实主义精神的诗人,在诗歌批评史上被冠以“诗史”的

美誉,是人类共同的文学财产。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杜甫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对外传播的代表,是
因为杜甫及其诗歌的译介史与中西方的交往过程具有一定的“协同性” 。 杜甫这一文化符号在中西

方交流互动的不同情势与语境中,逐渐成为表征诗人这一文化形象的原型,并在跨文化传播中,建构

出容纳多元意义的文化场域。 由此,本文将借助表征的理论框架,从诗学与政治学两个角度,阐述杜

甫这一文化形象在译介过程中的旅行。[7]

20 世纪之前,囿于保守的外交政策与封建思想,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受限,西方世界特别是英

语国家对中华文化持有很大的偏见。 例如黑格尔在论述中国的象形文字时强调:“由于象形文字的

书面语言的缘故,中国的声音语言就缺少那种通过字母文字在发音中所获得的客观确定性” ,由此产

生了“僵化的文明” ( stationary
 

civilization) [8] 。 在西方世界对中国普遍持有偏见的氛围中,杜甫的诗

歌与个人形象难免会遭遇误读。 翟理斯对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加以肯定,但与这一评价并置

的,却是“自信异常”与“仕途失意”的意义标签。 符号诗学重视文本话语中各文化元素构成的位置

关系,事物的意义也以文化的方式被建构,并发生着从一种历史语境到另一种的变化。 在翟理斯的

表征体系中,杜甫与中华文化共同构成了一种表征他者文化的二级神话系统,加载在杜甫形象上的

负面意义与其背后的元语言(中国形象)形成了含蓄的镜面映射,“自大” “失意”等负面意义生成了

西方中心论语境下,欧洲人对东方的“视差之见” 。
一战之后,中国与世界的交往逐渐增多。 在这个阶段的杜诗译介中,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美

国诗人宾纳( Witter
 

Bynner)和中国学者江亢虎( Jiang
 

Kang
 

Hu)以唐诗三百首为底本,在 1929 年向英

文世界推出了《群玉山头》 ,其中包括了 36 首杜诗。 江亢虎在文中称杜甫为中国的“诗圣( the
 

sage
 

of
 

poetry) ” [9] ,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为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名。 除了杜诗选译外,美国作家

昂德伍德( Edna
 

Worthley
 

Underwood)与中国人朱其璜( ChiHwang
 

Chu)还在这个阶段共同合译了杜诗

专集《同谷七歌》与《杜甫:徘徊在神州月光下的吟游者》 ,由跨文化的理论视域出发,对杜甫及其诗

歌进行了较为客观的介绍。[10] 纵观这个阶段的杜诗译介,会发现先前西方世界对杜甫形象与诗歌的

种种误读,在逐渐密切的中外互动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与摆正,虽然在编排策略与译介水平上

被洪业诟病为“完全缺乏任何编排原则,有时同一首诗被冠以不同标题,出现在不同译文中” [11] ,但
表征实践中的他者色彩已然弱化。 西方世界对杜甫形象的微妙转变,阐明了作为话语构成体的杜

甫,如何在不同话语主体的协商互动中呈现出跨文化传播芜杂的权力生态。 由“异常自信”的文化标

签到“诗圣”名号的译介,权力 / 知识的互动支配了杜甫符号意义的承载与可见。 福柯认为,权力 / 知
识规定了人们对特定现象的理解,因而诸客体与主体的展示过程与权力运作息息相关。[12] 因此,跨
文化的译介过程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充斥权力关系的,对杜甫身上某些特质的放大或忽视,正是表征

实践中政治学的体现。 在这一阶段,本土译者开启向海外译介杜甫的实践,话语权力的重构为杜甫

这一文化符号扩展海外影响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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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学者在中华文化海外译介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 就杜诗译介而言,洪业

以传记体写就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对杜甫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确立具备决定性的作用。
这本出版于 1952 年的杜甫传记之所以“被公认是英语世界中关于杜甫的最重要著述” [13] ,与洪业融

汇中西的知识结构、认真细致的生平校注有着密切关系。 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对洪业的杜甫研究推

崇备至:“在生平方面,我通常采用一致的、证据充分的观点。 较详细的传记可见洪业” [14] ,洪业这一

本《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也成为海外杜甫研究的经典著作,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评价随

即成为西方世界对杜甫这一文化符号的共同印象。 例如汉学家 Davis 受洪业影响,在其译介的《杜

甫》 ( Tu
 

Fu)中,称杜甫为“中国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人” [15] 。 美国学者大卫·麦克劳( David
 

R. Mc-
Craw)在其 1992 年所著的《杜甫南方悲歌》 中呼吁:“现在是杜甫成为世界最伟大诗人之一的时候

了,我的译作就是一个开端。” [16]

杜甫在西方汉学界由“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进阶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洪业的译介可谓

居功至伟。 从表征实践的视角审视洪业的杜甫译介,其高明之处在于,为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诗

人原型与精神信仰。 正如洪业在其传记开篇就强调:“中国八世纪的诗人杜甫,作为中国的维吉尔、
贺拉斯、奥维德、莎士比亚、弥尔顿、彭斯、华兹华斯、贝朗瑞、雨果及波德莱尔,被介绍给西方。 为何

一位诗人会被比作如此众多、各不相似的诗人? 简而言之,杜甫不能被视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杜

甫是独一无二的。” [17] 将杜甫与西方文明史中大诗人与文学家并称,为杜甫跨文化传播进行了有效

的接合,直接以人类文学史中的巨人形象降落在异域文明之中。 同时,洪业以“外在形制”与“内在

气质”概述杜甫形象的独特性,具体而言则是诗人原型与精神信仰的巧妙糅合:“当诗人杜甫追求诗

艺最广阔的多样性和最深层的真实性之际,杜甫个人则代表了最广大的同情和最高的伦理准

则。” [17] 洪业准确地抓住了杜甫形象内的这两个人类文明中的核心特质,以突破僵死语言传统的“诗

人原型”催动西方世界对杜甫形象的理解,以“理事情”交融的伦理精神丰满杜甫形象的血肉,在译

介的表征实践中创造了杜甫这一富有生命力的东方形象。 而借由“诗人原型”与“精神信仰”的旅行

创设出的杜甫形象,又扩展了中西文明间共享的意义空间,加深了西方学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 正

是在洪业译介的影响下,大卫·麦克劳才在杜甫与莎士比亚的对比中惊叹:“杜甫的名气没有传播

开,西方汉学家要负一定责任。” [16] 诗人王红公( Kenneth
 

Rexroth)也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指出了

杜甫这一独一无二的诗人原型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我自己的诗歌无疑是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我认为

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非史诗、非戏剧诗诗人。 在某些方面,他比莎士比亚或荷马更好,至少他更自然

和亲切。” [18] 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更是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对杜甫进行评价:“杜甫

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 1000 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

巧合;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因为正像莎士比亚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他的文学

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杜甫的伟大特质在于超出了文学史的有限范

围。” [14] 在以洪业为代表的一系列中西学者的表征实践下,杜甫逐步由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学

史上独具诗人原型与精神信仰的文化符号。

三、结构与主体的张力:《杜甫》的影像表征与跨文化叙事

虽然杜甫早已被译介进入英语文化圈,但就媒介性质而言仅仅停留在书籍层面,其影响力也仅

限于海外汉学的研究圈。 此次英国广播公司选择以纪录片的形式将杜甫这一文化符号进行影像化

呈现则为杜甫形象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契机。 相比于印刷文本译介,纪录片《杜甫》在拥有更强大传

播力的同时,影像的重构与再现策略也与之前的文本译介截然不同。 近年来,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

片始终保持对中国密切的关注。 虽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影像化呈现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仍旧浓

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涉及中国的题材选择上,英国广播公司也开始由视觉的奇观化呈现向更深层

次的文化内核演进。 探究英国广播公司如何在纪录片这一影像化的媒介形式下,完成对杜甫这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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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符号的表征与重构,有利于反观英语文化圈的“他者”视角。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不同文明间进行

沟通之尝试,又有西方媒体惯有的他者化表征。
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中西方的互动呈现出多元与复杂的特质。 在这一情

势下,“杜甫”成为不同话语交织的独特表达,一方面符合英国广播公司对于人类文明传播与教育的

基本要求,同时也受制于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对于历史学教授、导演迈克尔·伍德而言,他又想找

到沟通中西方文化的“密码” ,使之能够被不同文化中观众接受,为纪录片的影像表达提供必要的空

间。 《杜甫》文本的背后,是一种试图接合异质文化意义的表征实践,这一实践在多元文化、异质历史

和跨国资本之间,交织成建构主义的传播观。 与新闻生产同理,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对异质文化

符号的挪用与译介,实质上也是建构意义的过程,是一次语境化的意指实践。 因此,在文化研究的视

野中,对纪录片表征策略的考察,除了传统的文本分析与受众分析外,更应重视纪录片在生产端的运

作机制。 其一,在国际传播中,文化符号如何被媒体选择进行跨文化的译介与表征? 其二,被他国媒

体纳入纪录片框架中的文化符号又是如何经过译介与归化向公众敞开? 对意义生产的考察不仅涉

及文化符号的表征策略,更与勾连不同社会语境与不同文化主体的传播实践有关。
因此,除了关注译介过程中不同文明语境所呈示的态度偏向,也不能忽视导演作为纪录片创作

者所发挥的主体能动作用。 伍德在拍摄《中华的故事》 ( The
 

Story
 

of
 

China)时就认为,《中华的故事》
和英国广播公司所拍摄的其他中国题材的内容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从来不讲述中国历史,他们选取其

中的个别事件来讲述。 可见,伍德作为译介中华文化的行动主体,已然意识到英国广播公司及其置

身的文化结构背后存在的畸像与偏见。 为此,伍德想向西方世界呈现一套完整而非局部的中国印

象。 伍德在访谈中也向笔者强调:想向世界观众展示中国文化和中华历史,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参

与。 换句话说,纪录片拍摄内容不是在大学校园里和教授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而是拍摄普通的中国

人,这既是英国公众对中国印象和想象的一部分,也是英国公众告诉我们的,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

中国普通人。 由此,尽管受到英国广播公司框架的制约,伍德仍旧试图寻找沟通中西方观众的通路,
对中华文化进行译介与表征:我认为拍摄纪录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中国有同理心,能够与中国

共情。 当你足够了解这个国家时,你自然就会站在它的角度,你就知道这些事物的意义。 所幸的是,
有赖于杜甫在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共有的意义框架,《杜甫》最终成为一部由英国广播公司与 CCTV
共同投资的纪录片,这也使《杜甫》文本背后的话语角力更为复杂。 从纪录片中可以看出,伍德在影

像与文本的呈现上尽力平衡异质文化的叙事框架,最终给观者呈现出的,是嫁接了中西文化的多元

表征系统。 但是,在纪录片《杜甫》中,异质文明话语的角力具体体现为文本与影像的矛盾。
一方面,在文本叙事的编排上,伍德执导的《杜甫》将重点放在了对人文地理的描摹与介绍,以影

像化的方式对杜甫由诞生到逝世所驻留过的重要城市进行回溯与重返,致力于为西方世界勾勒出一

幅相对完整的中国风貌。 伍德在重返的旅途中以空间营造出相应的叙事语境,形成接受美学意义上

的“召唤结构” ,引导观者与杜甫一起感受唐朝历史与杜甫人生,从而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与体悟。
为使英语文化圈的受众更好地沉浸到杜甫所处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中,伍德还在串讲与旁白中以类比

的形式对西方受众相对生疏的文化概念进行归化。 归化( domesticating
 

practices)原本是一个翻译学

上的概念,强调的是在译介过程中,以本民族语言为中心,使文本尽可能符合本民族的表达习惯,为
读者提供最接近自身文明内涵的译文。 就《杜甫》纪录片而言,具体的归化策略体现在对中国文化、
文学形象与历史史实的科普之上。 例如通过设立异质文化间的参照,加深西方受众对相关中国历史

事件的理解:在形容安史之乱生灵涂炭的惨烈局面时,旁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设为这场灾祸的参照

对象;在讲述长沙作为鲜受战乱波及的避难之所时,以二战时期北非的卡萨布兰卡作喻。 只是在纪

录片所呈示的框架中,既有对英国广播公司描摹中国图景的突破———以杜甫的经历为依托,将镜头

深入到之前外媒鲜少接触的辽阔腹地,扩展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形象的意义建构;又微妙地掺杂了一

套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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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施以污名化的评价,已然成为英国广播公司对中国惯有的报道

框架。 伍德在访谈中也表示:我认为英国广播公司有一条自己的解释框架,他们称之为中国框架,是
以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这套中国框架中,迅猛发展的中国成为怀有“原罪”的客体,在迅猛的城市化

进程中丧失了自然的“本真” 。 其实,伍德也没能摆脱这一框架的影响,而成为矛盾的叙述者。 在影

片开头,伴随重庆夜景的航拍镜头,伍德介绍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传统文化的逐渐失语。 现代

化的城市空间由此发生了意义的转向,霓虹灯闪烁的夜景被编制进另一套反生态主义的叙事框架

中,而这套叙事逻辑正如唐原所述:“由于创作者本身特有的艺术观念和文化、政治立场,以及影像媒

介在选择现实场景方面的功能,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所传达的空间认知体验又是一种掺杂多种想象

的对‘他者’空间的理解和阐释。” [19] 除城市景观之外,英国广播公司对人物的呈现也依然遵从着原

有的建构范式,存在奇观化与猎奇化的倾向。 《杜甫》开头介绍长安城的繁华时,影像上呈现的是西

安百姓在大雁塔前跳广场舞的画面。 广场舞已经成为西方凝视中国时必不可少的影像符号,被贴上

“中国式”的标签在描述中国的纪录片中轮番出现。 广场舞的奇观化来自不同文化因价值偏好不同

产生的隔阂与误读,并在大密度的信息传播中成为文明的刻板印象。 而英国广播公司对广场舞的奇

观化观看,不仅顺应了既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意义结构,也巩固了这一他者化的表征传统。
而任何一套表征系统运作的背后,都离不开耦合生产端、接收端与权力关系的“ 意义结构”

( structure
 

of
 

meaning) 。 意义结构所致力维护的,是“在特定历史观念语境中围绕传播对象或广义的

社会主体所确立的一系列假设前提” [20] 。 由此复观伍德尝试革新以往中国框架的表征实践,更能够

体会主体作为接合异质文化桥梁所付出的艰难尝试。 但在致力于维护现有文化结构与社会共识的

新闻媒体中,过于出格的表述不仅不符合西方媒体惯有的报道框架,更会冒犯经由媒体再生产的“意

义结构” 。 在纪录片《杜甫》中,尽管英国广播公司往常的“冒犯性”误读被尽力抹去,但他者的色彩

依旧是牵涉文本表述的隐秘部分。 在伍德介绍西安与长沙时,镜头中的历史建筑(大雁塔、古城墙)
与远处的摩登大厦形成了颇具张力的空间图景,物质、符号、社会历史与权力关系在这一图景下构成

了层叠累进的多义空间,这也成为全片在多元且矛盾的文本表征中最为形象的隐喻。

四、跨文化对话的“理、事、情” :建构视角下的国际传播与意义互通

通过上文对杜甫译介史与跨媒介文本表征的分析与考察,不难发现西方世界在对杜甫这一文化

符号进行表征实践过程中,并不是对杜甫及其背后的中华文化进行客观全面地再现,而是与所处时

代的符码结构、社会语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紧密地耦合,在不同的情势之下延展出不同的意义结构

与解读空间。 并且,作为表征施行者的译介主体也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
为能动主体的译者通过自身的意指实践完成了符号意义的游牧式接合。

具体就《杜甫》纪录片而言,尽管作为影片主创的伍德已然意识到自己所供职的英国广播公司存

在一套根深蒂固的“中国框架” ,但囿于文化语境与社会体制的局限,伍德在《杜甫》中所采取的叙事

与表征策略,体现的是“平衡”与“突围”的微妙共存。 所谓平衡,强调的是在纪录片的文本与影像层

面,多重不甚兼容的话语体系相互咬合。 作为创作主体的伍德试图平衡既有框架与异质叙事间的冲

突,最后呈现为风平浪静却又暗流涌动的整体语境。 而突围所强调的是在叙事或是画面的局部,伍
德完成了对既有结构的突破,展现了基于中国框架的相关纪录片所遮蔽的事实、叙事或情感。 尽管

《杜甫》纪录片的突围是局部的,但也阐明了作为行动者的主体,并不是只能顺应既有的社会共识与

文化结构,也可以在话语场中积极进行意义的扩张与革新,以期推动为更广泛的共同体认同。 特别

是在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对异质文化的表征不应只是传统印象的巩固与重复,而是立

足于双方共有的意义域,以多样化的表征手段建构起更为深刻的文明感知。
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清代著名文学理论家叶燮提出的“理、事、情”三要素中寻求桥接异质文化的

中国视角和理论取径。 在叶燮看来,理、事、情三者在周而复始的运作与交织中穷尽了万千物事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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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也成为沟通与交流的基础。 “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

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 (叶燮《原诗》 ) 在跨文化传播中,亦须做到以理通人、以事晓

人、以情动人,在交流中浸润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寻求兼具超越性与对话性的事物作为对外传播的

具体依托,同时将共通的精神性与情感性因素注入跨文化传播实践中。 杜甫之所以能成为桥接东西

方语境的文化符号,“在于其传世诗歌的形式之美,还在于他具备打动西方观众的那种超越时空和语

言的能在不同文化中流转的‘共通性’内容,即对个体生命疾苦的关注———是生命受困之时的坚韧和

达观,是在自然和天地中感受到的沉郁和壮阔之美” [21] 。 作为译介者的伍德正是抓住了杜甫这一文

化符号中共通的理、事、情,让杜甫与更深层次的中华文化得以获得跨语境的理解与互通:伟大的诗

人能在不同文化间产生共鸣,他诗歌中的人类心灵世界,在英语文化中同样非常强烈,如《自京赴奉

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兵车行》等。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西方媒体习惯的“中国框架”不仅无助

于促进东西方文化间的理解互动,更会塑造文明间有关他者的敌意。 特别是在国际传播中,媒介内

容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成为警惕与批判的对象。 英国广播公司有关中国抗疫的纪录片就因

“黑白滤镜”问题遭到了国内网友的抵制,甚至以“迷因” ( meme)的形式进行解构与戏谑。 当传播者

在审视和批判西方媒体在表意实践中产生的“畸像”及“畸像”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时,也应思考如

何在国际传播中搭起更为稳固的共生意义域。 在此意义上,内观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理、事、情”的

文化符号就显得十分重要,在文化符号的表意实践中达成超越性与对话性的统一,方能促进中华文

化进一步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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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ross-cultural
 

Narr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u
 

Fu's
 

Communication
 

in
 

the
 

English
 

World

Wang
 

Xin( TongJi
 

University)
Huang

 

Haoyu( Liaoning
 

University)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
 

i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Tu
 

Fu's
 

image
 

has
 

not
 

only
 

experienced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signifier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
ges,but

 

also
 

received
 

the
 

att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and
 

cross
 

media
 

re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Since
 

the
 

20th
 

century,Tu
 

Fu
 

and
 

his
 

poems
 

have
 

been
 

translated
 

by
 

si-
nologists

 

at
 

home
 

and
 

abroad
 

into
 

the
 

vision
 

of
 

the
 

western
 

world,and
 

his
 

cultural
 

image
 

has
 

been
 

evolving
 

in
 

a
 

more
 

in-depth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nd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Tu
 

Fu
 

shows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structure
 

and
 

subject
 

under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context
 

and
 

in-
ternational

 

order. 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directed
 

by
 

Michael
 

Wood,presents
 

Tu
 

Fu
 

as
 

a
 

cultural
 

sym-
bol

 

to
 

the
 

global
 

audience
 

in
 

the
 

form
 

of
 

images,bringing
 

a
 

new
 

vision
 

to
 

Tu
 

Fu
 

and
 

Chinese
 

culture
 

in
 

terms
 

of
 

image
 

representation
 

and
 

narrative
 

strateg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this
 

paper
 

studies
 

the
 

history
 

of
 

Tu
 

Fu's
 

translation. Combined
 

with
 

the
 

interview
 

of
 

Michael
 

Wood
 

and
 

Professor
 

Huge
 

de
 

Burgh,
director

 

of
 

China
 

Media
 

Center ( CMC) ,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UK,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utline
 

the
 

mechanism
 

and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Western
 

world
 

to
 

reconstruct
 

Tu
 

Fu
 

as
 

a
 

cultural
 

symbol
 

in
 

the
 

cross-
cultural

 

context
 

from
 

the
 

dialogue
 

between
 

multiple
 

subjects
 

and
 

heterogeneous
 

contexts,and
 

thus
 

reveals
 

the
 

structure-subject
 

and
 

ideological
 

factors
 

behind
 

the
 

text. It
 

also
 

tries
 

to
 

provide
 

a
 

Chinese
 

theoretical
 

perspec-
tive

 

to
 

solve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representation
 

of
 

heterogeneous
 

culture
 

should
 

not
 

only
 

consolidate
 

and
 

re-
peat

 

the
 

traditional
 

impression,but
 

also
 

be
 

based
 

on
 

the
 

common
 

meaning
 

domain
 

of
 

both
 

sides
 

and
 

construct
 

a
 

more
 

profound
 

civilization
 

perception
 

with
 

diversified
 

representation
 

means.
Key

 

words:crossing
 

culture
 

communication;BBC;TuFu;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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